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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九世纪拜占廷帝国的教俗关系
＊

张 日 元
（泰山学院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泰安２７１０２１）

摘　要：４至９世纪，随着拜占廷帝国的基督教化，教俗关系成为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纵

观４至９世纪，其教俗关系大致经历了和平共处、教俗争执、君主至尊和教俗分裂四个阶段。从 整 体 上 看，这

个时期的教俗关系呈现出“二元一体”的重要特征。这种教俗关系对帝国君主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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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廷帝国建立伊始，基督教便得到帝国君主的大力扶持，于是政治基督教化慢慢成为拜占廷

帝国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如朗西曼所言：“用一个非常法律化的术语来说，拜占廷帝国的‘政体’建

立于一个明确的宗教信念之上：拜占廷帝国就是天堂王国的世俗版本”［１］导言１。在当时拜占廷人们

的观念中，人世间只存在一个“基督教王国”（“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Ｂａｓｉｌｅｉａ］），而非两个不同

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竞争的“权力实体”。在这唯一的基督教王国内，我们通常归于教会或国家的事

务是混合在一起的。所有这一切都由独一上帝的代理人唯一的皇帝（ｂａｓｉｌｅｕｓ）来管理［２］１３１。
事实上，正是拜占廷帝国教俗之间这种非泾渭分明的关系导致了帝国君主与教会之间的冲突，

并最终激化为长达百余年的圣像毁坏运动（７２６－８４３年）。在本文中，笔者拟对４至９世纪这一长

时段内的拜占廷教俗关系作一考察，以期能对它的发展演变和影响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一、教俗之间的和平共处期———君士坦丁大帝时代

３世纪末期，政治、军事以及社会和经济问题困扰着罗马帝国，并且在当时社会充满绝望、忧虑

的气氛下，问题层出不穷且不断恶化。长期以来，一些罗马皇帝一直在寻求一种能够团结和鼓励其

臣民的信仰力量。３１３年《米兰敕令》的颁布，揭开了基督教与拜占廷帝国结合的序幕。
教会为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而欢呼，并适时地推出了“著名的拜占廷 ｍｉｍｅｓｉｓ理论，即将

拜占廷皇帝及其世俗王国视为上帝及其普世天国在尘世的‘效仿’或代表的理论”［２］１３１。４世纪初，
该理论首先由凯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系统阐述。君士坦丁大帝欣然接受了这一君权神授理论，并

将其作为处理教俗关系的理论依据。所以，“拜占廷皇帝自４世纪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初就享有控制

教会的‘至尊权’（Ｃａｅｓａｒｏｐａｐｉｓｍ）”［３］１４４。
君士坦丁大帝坚信，宗教会议的召集人应该是他；因为他与上帝的特殊关系，他能够引导、并主

持会议［１］２４。在３１４年，无论罗马大主教米提阿迪斯（Ｍｉｌｔｉａｄｅｓ）多么地不情愿，召集阿尔勒宗教会

议（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Ａｒｌｅｓ）的是君士坦丁大帝，并且他认为这是其责任［４］《君士坦丁传》第１卷第４４章。３２５年，君

士坦丁大帝在尼西亚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基督教大公会议。会议确定了基督教信条和教规。在这次

大公会议上，皇帝不仅召集会议，掌控会议的进程，而且对会议决议施加了强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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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君士坦丁大帝宽容异教崇拜，允许帝国臣民拥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但他却对基督教会

的分裂感到深切的忧虑，认为恢复教会的统一是其本身应负的职责。从他写给教会主教及帝国官

员的信件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如在写给非洲总督的信中，君士坦丁大帝命令他将非

洲主教们送到阿尔勒。他写道：“我绝不认为对这样的宗教争执置身度外是恰当的，因为这样的争

执也许会引 起 上 帝 对 人 类 的 不 满，而 且 也 会 使 上 帝 对 其 委 托 管 理 人 类 事 务 的 我 本 人 感 到 失

望。”［１］１２－１３当阿尔勒宗教会议驳斥了多纳图斯教派（ｔｈｅ　Ｄｏｎａｔｉｓｔｓ），而多纳图斯教派拒绝 接受这个

决定时，君士坦丁大帝在写给参加会议的主教们的信中表达了他的愤怒，并重申使分裂教派者受到

惩罚是其帝国的职责［１］１３。所以我们可以说，尽管君士坦丁大帝本人不是教会的神职人员，并且在

其临终前才接受洗礼，但实际上，他是教会的领导者。
然而，在处理与教会的关系问题上，君士坦丁大帝自始至终表现出了一种克制的态度。如他本

人所言，满足于“外部监督者”的称号［４］《君士坦丁传》第４卷第２４章。他深知，在宗教会议上对神学理论 拥有发

言权的是主教，而非他本人；虽然他可能会强有力地提出解决的方案，如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上那样。
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圣地、教堂内的神圣礼拜活动一直掌握在专职教士手中，并且在这

些礼拜活动中，君主的神圣地位低于教士，只能坐于教堂内殿的围柱以外，与 普 通 信 徒 坐 在 一 起。
如吉本所言：“皇帝可以作为人民的父亲受到崇拜，但他对教堂的神父却必须表示儿子般的恭顺和

尊敬，而 君 士 坦 丁 对 于 圣 徒 和 忏 悔 牧 师 所 表 示 的 尊 敬 很 快 就 让 骄 傲 的 主 教 团 也 设 法 取 得

了。”［５］４５８－４５９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对于教俗之间的关系，该皇帝采取的是一种“教

俗和谐”政策。而且在具体的实践中，由于君士坦丁大帝的克制与教会的迎合，君士坦丁大帝时代

的教俗关系总体上处于一种和平共处状态。在坚持至尊权的前提下，世俗君主与教会实 现 了“双

赢”。皇帝在精神统治方面得到了教会的大力支持，而教会则在皇帝的直接庇护下迅速发展壮大。
而尤西比乌斯虽然提出了神圣君权理论，为拜占廷帝国君权提供了合法的神圣理论依据，但该

理论却没有对帝国与教会之间的职责划分作出明确规定。这样，君主与教会之间的职责必然会存

在着一定的重叠，从而预示了教俗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冲突。事实也证明，拜占廷历史上教俗之

间的和平共处期是短暂的。当君士坦丁大帝去世后，教俗之间的不和谐之音很快便出现了。
君士坦丁大帝之子君士坦提乌斯在位时，便没有如其父亲一样对教会持宽容的态度。“他本人

大胆地投入到神学争论中，并强行要求教会修改尼西亚教义，认为自己作为皇权的神圣载体，对教

会和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６］１８７

而另一方面，一些教会人士在这个时期也开始对皇帝的“至尊权”提出异议，认为“皇帝只是教

会（ｅｃｃｌｅｓｉａ）中的一员，而不是她的首脑；如所有其他人一样，他应服从教会法，接受教会的惩罚，因

为只有教会才是上帝指定的教会法的监督者”［６］１８７。例如，君士坦丁一世的老朋友科尔多瓦的郝修

斯（Ｈｏｓｉｕｓ　ｏｆ　Ｃｏｒｄｏｖａ）在 写 给 君 士 坦 提 乌 斯 的 信 中 严 厉 地 告 诫 他 “不 要 干 预 教 会 事

务”［７］《阿里乌史》第６章。
因而我们可以说，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为拜占廷帝国留下了两大“具有悖论性”的政治遗产：一是

皇帝至尊权的确立；二是拜占廷君主们在维护至尊权的同时，却在大力扶持教会，而教会随着自身

实力的不断壮大，开始了对其自身权利的重新审视，于是对至尊权不断地提出异议，“教会开始叮咬

喂养她的手”［６］２５７。

二、教会对至尊权的重新审视期———塞奥多西大帝至查士丁尼时代

基督教在塞奥多西大帝时代获得了帝国的进一步扶持，不但被确立为国教，而且得到了更多的

特权，实力大增。同时，在这个时期一部分教会人士也开始关注教会的主体权利。继阿塔那修斯之

后，基督教正统信仰的领导者是凯撒里亚 的瓦 西里、他的兄弟尼撒的格里高利和纳西昂的 格 里 高

利。他们对君主的态度虽然倾向于尤西比乌 斯 主义，但 已 注意 到了 教 会自 身所 独 有 的 职 责 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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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方面，他们承认皇帝是上帝的代言人，但另一方面，他们强调引导皇帝走上精神信仰之路

的是教士。皇帝需要教会的帮助才能成为基督徒的‘哲学家国王’”［１］３０。
在塞奥多西大帝时代，教会的正式管辖权也逐步扩展到教会自身的内部纪律、基督徒普遍的行

为准则以及教义解释问题等［８］１２５－１２６。以凯撒里亚的瓦西里为首的一些受人尊敬的教 会人士，已经

在答复某些教会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并阐明其意见主张时，逐步奠定了拜占廷教会法的基础。
圣安布罗斯是塞奥多西大帝时代维护教会主体权利的一位著名斗士。在理论上，安布罗斯提

出了教会自治权的观点。他认为教会的自治权应包括：作为法人实体的自决权；作为教会代表的神

职人员有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讲话和行动的自由［６］３４７。同时，他坚持世上的宫殿全归凯撒所

有，教堂却是上帝的圣所［９］２１。在实践上，安布罗斯也身体力行这一原则。当塞奥多西大帝在塞萨

洛尼卡实施大屠杀后，安布罗斯将这位皇帝排除在圣餐庆典外，直至塞奥多西对其行为表示忏悔。
塞奥多西大帝时代之后，随着教会势力的进一步发展，一些教会人士不仅要求教俗权利平等，

甚至还提出了教权高于王权的理论。在５世纪初，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约翰充当了反对当局的政治

领袖。他著书立说，公开提出教权高于君权、教会高于世俗政府的理论［１０］２０１。

４９２年，当吉拉修斯成功登上罗马大主教宝 座 时，他并没有与其前任一样谦恭地告知皇帝，并

请求皇帝予以确认。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对此写信提出抗议。吉拉修斯信中的回复成为了未来

教皇理论的根本表述［１］４４－４５。在信中，他宣称人世是由教皇和皇帝共同统治着。在这两者之中，教

士的权力（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要更大一些。因为在上帝面前，教士不仅要对普通人负责，甚至还要为君主负

责。在世俗事务上，教士应该遵守皇帝的律法；但是皇帝必须遵从那些主管圣事的人。也就是说，
皇帝一定不能干预神学理论，甚至不能干涉教会的管理。

于是在我们所叙述的这段时期内，“在道德方面，皇帝要服从教会的道德权威，并且在大多数主

教反对某一教义的情况下，没有皇帝能够将其永久地强加给教会”［１１］１２２。例如，当圣克里索斯托任

君士坦丁堡大教长时，４０４年君士坦丁堡市政府在圣索菲亚大 教 堂门 口 的斑岩 石柱上为皇 后尤多

西娅建了一座雕像，并且在落成仪式上采用了古老的异教传统，夹杂着音乐、舞蹈，喧闹一片，因而

也严重扰乱了教堂里的礼拜活动。克里索斯托对此异常愤怒。在接下来的礼拜日的布道中，他以

如下言词作为开端：希罗底①又发怒了。她又翩翩起舞。她又想要大浅盘上的约翰头颅［１］３５。４９１
年，当皇帝泽诺去世后，由于没有留下子嗣，民 众要 求 他 的 遗孀 皇后 阿 丽亚 德尼 选 择 一 位 继 承 者。
于是她指定了一位名叫阿纳斯塔修斯的杰出元老作为皇帝继承人。他是一位“业余神学家”。但当

阿纳斯塔修斯登基时，因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尤菲缪斯对其宗教信仰表示怀疑，于是要求阿纳斯塔修

斯必须在一份大教长能够接受的正统信仰宣言书上署名以后，才能为其加冕。阿纳斯塔修斯欣然

答应了这一要求［１］４３。至于教义方面，著名学者吉纳勾布鲁斯在其文章中认为，“事实上就目前我所

知，在拜占廷史中的任何时期都不存在皇帝直接了当地宣称对教会的所有领域，包括教义方面，拥

有完全的权力的正式文献”［１２］３９５。因此，在塞奥多西二世统治时期，当聂斯脱利和奚利尔因所持教

义不同而发生争执时，他们都求助于当时的皇帝塞奥多西二世。他们请求皇帝召开一次能够宣判

真正信条的公会议，却不是请求皇帝来宣判信条［１］３６－３７。聂斯脱利在给皇帝的信中写道：“给予我肃

清异端的权利，我将引导你进入天堂作为回报。”［１３］《苏克拉底教会史》第一卷第７章

甚至，这个时期的教会也涉足当时的世俗 行 政与司 法领 域。例 如，从 阿 纳 斯 塔 修 斯 统 治 时 期

起，主教对地方官员（包括行省长官）的任命拥有发言权［１１］２５７。在５世纪中叶到６世纪初的这段时

间里，与其以前相比，主教也拥有了更广泛的特权，同时也掌握了更多的财富。当城市议事会衰落

时，主教经常是其所在城市中最有权势之人，几乎与他们帮助选出的行省长官权力相当。主教审理

违法犯罪案件，并处理涉及教会的世俗事务，甚至有时在不涉及教会事务的情况下，他们也参与世

俗事务的处理［１１］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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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教会已经逐步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主体权利，即教会是帝

国内一个自治的主体，并独自拥有神圣的精神权利。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个时期的君主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至尊权。如４９２年，当罗马大主

教吉拉修斯在给皇帝阿纳斯塔修斯的信中宣称人世是由罗马大主教和皇帝共同统治时，皇帝对此

理论非常不满。他在回信中告知罗马大主教要效仿基督的谦恭，并强调道：“我们能够忍受侮辱，但
不能接受命令。”［１］４５在司法上，拜占廷皇帝仍坚持自己对整个教会拥有最高的司法权；在《塞奥多西

法典》的第１６卷，有几项专门的法律条款表述了皇帝在基督教会行政机构中所享有的权利［５］４５８。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在这个时期，随着教会势力的发展和壮大，拜占廷皇帝的至尊权在某种程

度上正遭受着教会的侵蚀。因此，如何应对教会势力的发展，同时保持自己的至尊权地位是拜占廷

皇帝所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经常依赖于某一特定时期帝国世俗君

主与教会领袖的个性”［１４］９７。

三、至尊权的巅峰期———查士丁尼大帝时代

“他（查士丁尼一世）的统治通常、或者恰当地说，被认为是达到了帝国对教会控制的顶峰。”［１］４５

首先，从《民法大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民法大全》竭力使教权服从皇权，强调

皇帝对教会的至尊权，甚至将教义的解释权也归入了皇帝的至尊权中。《民法大全》公开宣称皇帝

是正统基督教会的保护人，对教会拥有最高权力。如在《新律》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认为其统治帝

国的权力应高于教会，教会应服从君主的领导［１５］《新律》第６条前言。并且查士丁尼一世在《法学阶梯》的序

言中，将自己视为耶稣基督的代言人，“以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并将自己的威严、荣耀的实现归功

于上帝的佑护，短短的序言竟三次提到了“上帝的保佑”［１６］《序言》１－２。
查士丁尼一世立法涉及到教会管理。如在《新律》中，１６８条法律中就有３６条是涉及教会的，

占该部法律全部内容的１／５强。从内容上看，法律涉及到教义、教会组织、教职人员的任命、教会的

财产与教权以及修道院生活的细节规定等，教会事务几乎无所不包［１７］６２。甚至有的学者感叹道，查
士丁尼一世关于修士生活的立法是如此的广泛、细致，以至于５０年后仅有一道有关修士生活的敕

令颁布。它是５９２年由皇帝莫里斯颁布的，当时帝国正受到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的入侵。该敕令

禁止士兵和世俗官员在其义务完成之前成为预备修士或修士［１８］２７６。
其次，在现实的统治中，对宗教与教会事务的干预成为了查士丁尼大帝统治帝国的一项基本内

容。他认为帝国的成功受惠于上帝的眷顾，因而必须全面严格地遵守正确的宗教信仰：或者体现于对

教会和教士的管理中，或者体现于对察尔西顿信条的遵守与其明确阐述的原则的应用中。非正统信

仰不但是对上帝的亵渎，也是对皇帝权威与身份的一种直接挑战，因而是对帝国稳定的一种威胁。
作为上帝指定的、臣民世俗与精神福祉的自觉监督者，查 士丁 尼 一世 关 注 宗 教 生 活 的 方 方 面

面。在敕令中，他不断地重申世俗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责，并“史无前例”地履行它们［１４］９８。
布瑞在其名著《晚期罗马帝国史》中也持有相似的观点：查士丁尼一世比其以前的任何皇帝都

热衷于承担教会首领的职责，更经常并系统地宣称自己对教会内部事务所拥有的权威。他的目标

是使教会与国家形成一个单一的有机整体。他本人则是控制这个有机体的大脑。教会史学家沃尔

克也认为，到了查士丁尼一世时代，这位皇帝就自行宣布什么是健全的教义，并在相当程度上控制

教会的行政管理，且基本上控制了上层教职的任命权［１９］１８９。所以，我们认为查士丁尼大帝时代是拜

占廷帝国史上的一个典型“至尊权”时代，一个“至尊权”的极致时代。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即使在这个时代也存在着一种君主至尊权下的隐约的“双头政治”理

念。从《新律》序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人类获得的最大神恩是仁慈的上帝在天国赐予我们的两件礼物：教士和君主。教士主管
圣事（ｔｈｉｎｇｓ　ｄｉｖｉｎｅ）；帝国君主勤勉地管理凡俗事务（ｔｈｉｎｇｓ　ｈｕｍａｎ）；但这两种权力都来自于
独一的上帝，都是为了完美人类生活。［２］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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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上面的这段叙述中，查士丁尼大帝虽认为获得和维护这种教俗之间的和谐是君主的职

责，并相信“上帝的真正教义、以及教士的尊贵和荣耀是我们最关切之事”，即最终的权力存在于君

主；但我们仍能够从其 叙 述 中 看 到“双 头 政 治”的 影 子：教 士 和 君 主 都 是 上 帝 赐 予 人 类 的 两 件“礼

物”，并且各司其职，教士主管圣事，君主管理凡俗事务。
而且，这种“双头政治”理论一方面在导致皇帝权力太大的同时，另一方面也会致使大教长的权

力膨胀。因为这两者之间的权力在某些方面具有重叠性。在某些情况下大教长也会在帝国的世俗

管理中拥有某种权力。并且，作为拜占廷帝国中地位仅次于皇帝的大教长，“上朝时，只有大教长可

以和皇帝一样坐着，其他人退朝后，也只有他一直陪伴皇帝到中午，与皇帝共进午餐”［３］３６７；“在皇帝

临终前，将会临时主管帝国行政，如果继承帝位的皇帝还未成年，大教长则经常作为摄政王来辅佐

皇帝处理政务”［２］１３７。
自利奥一世后，拜占廷皇帝即位时都要由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加冕，并且加冕仪式要采取宗教典

礼的方式，这也给大教长为维护教会权利同皇帝抗争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砝码。
此外，拜占廷教会的权力在世俗政治领域也得到了极大发展。主教可以参与世俗民事与社会

管理，并逐渐取代了城市市政官的地位，而且主教还拥有监察行省统治者的不公正或贪婪的权力，
甚至在某些事务上主教可以直接代替行省长官行事；普通教士则被派去监督公共工程的执行，负责

抚养被遗弃的孩子，查禁赌博等［１３］第二卷３６２。在这个时期，主教还获得了推荐世俗官员的权力。如在

征服意大利后，查士丁尼大帝规定行省官员的任命要有主教的推荐提名。
所以，在查士丁尼大帝时代，君主至尊权在达到巅峰的同时，也为教俗之间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四、教俗之间的分裂期———后查士丁尼时代至圣像毁坏运动时代

查士丁尼大帝去世后，看似和谐的教俗关系逐渐出现了对抗。一方面，他所完善的君主至尊权

被后来的皇帝坚持。如在其帝位继承者查士丁二世统治时期，帝国建造了一座“上帝礼拜堂”。该

礼拜堂专供皇帝出席庆典仪式时使用。值得注意的是，耶稣的圣像被置于皇帝御座之上，象征着天

国和人世两种权力的统一［８］１７９。

６８０至６８１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第六次基督教大公会议上，皇帝君士坦丁四世亲自参加了

会议大部分议程。他参加了１１次会议，也就是最重要的会议和最后一次的闭幕式，并主持会议和

组织讨论。在正式的闭幕式上，他在签署了会议决定后，被当作正统信仰的保护人和解释者而受到

与会全体主教们的欢呼。皇帝的至高无上地位得到大会的完全认可［２０］９９。
在皇帝利奥三世统治时期，帝国所编纂的《法律选编》几乎完全忠实地再现了查士丁尼大帝的

“君主至尊权”思想。在《法律选编》前言中，皇帝利奥三世写道：“因为上帝已经将帝国权力交于我

们手中，按照上帝的美好意愿……要求我们遵照使徒之首彼得的方式来牧养上帝的忠实子民。我

们相信，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们按照正义来管理那些上帝委托给我们的子民更高尚。”在《法律选编》
第一章中，法律被阐释为“上帝的发现”。在第二章中，皇帝的职责被规定为，维护《圣经》中所列举

出的所有被造之物，执行神圣宗教会议所制定的教规、以及罗马法等。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被赋予了

仅次于皇帝的地位。在国家中，他们两者都担任着领袖的角色，人民的幸福安康依赖于皇帝与大教

长这两者的团结协作。确保帝国的精神康乐是大教长的职责。但是，只有皇帝才能赋予大教长的

建议以法律的力量。无论是对于世俗事务，还是宗教事务，只有皇帝才能做出最终的决定。他仍然

是上帝的代言人［１］２０。并且利奥三世坚称，“我既是皇帝，也是教士”［１４］９７。
所以，对于毁坏圣像，利奥三世虽然知道大教长和教会高级主教们不会接受他的观点。但他相

信，作为君主，他有权利、有力量、有义务对教会事务拥有最终的决定权［１］６８。
但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教会随着自身实力的发展壮大，也开始强硬地坚持自身的权利。
弗条斯关于大教长权力的阐述，就精彩地诠释了这一时期教会关于自身权利的认识：

　　大教长的职责是成为一名教师，对一切人，无论高贵、低贱，都平等、公平相待；要仁慈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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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正义，而对不信者又不要心存怜悯，作为真理的代言人与［正统］教义的维护者，在国王面前
宣讲时要理直气壮，而不要唯唯诺诺。大教长应独立阐释前任大教长们所采纳的教规、以及神
圣宗教会议所规定的教义。［２］１３７

并且在这个时期，教会内部的修士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７世纪的著名修士和神学家“忏

悔者马克西姆斯”指出，尽管皇帝是所谓的“特权者”，但他实际上并不是教士。并强调，任何一位皇

帝都不能够通过妥协的方式来诱使教父（即神学家）去顺从他们那个时代异端的教导［２］１３８。

８世纪末，在著名修道制度改革家塞奥多利的努力下，一个松散但成员间相互有联系的修士团

体出现了。这个团体在塞奥多利的影响下，憎恨帝国政府对教会的任何控制［１］１２１。虽然他们不能

阻止皇帝对教会拥有的一些管理权限，例如他们不能否定皇帝对大教长任命的最终决定权，但他们

坚信皇帝永远不能对基督教教义横加干涉，如发动圣像毁坏运动的皇帝们所做的那样。皇帝必须

遵守教会法，皇帝不应因其特殊身份而获得教会法的任何豁免。而且，塞奥多利在写给教皇的几封

信中，称教皇为“天堂钥匙的首要持有者”（ｔｈｅ‘ｃｈｉｅｆ　ｈｏｌ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ｋｅｙｓ）［１］８６－８７。
塞奥多利在流放期间写了一系列反对异 端 和更 强烈 地 反对 皇帝 干 预 教 会 事 务 的 文 章。他 认

为，上帝已经将精神权力授予了五大主教区的主教们，他们是神圣教义的“仲裁官”。对于国王及其

律令，他补充道，“他的职责只是为信仰提供帮助、见证，以及处理世俗事务。关于神圣教义方面，上
帝没有赋予给他任何其他职责”［１］８６。

虽然塞奥多利及其修士团体的抗争并没有使教会获得完全独立，但上述努力无疑给拜占廷皇

帝的至尊权设置了一道界线。
同时，从６世纪中期起，拜占廷教会在世俗政治领域内的势力也逐渐增强。查士丁尼大帝改革

后，主教最终作为城市的领导者取代了市政会议的官员：他重修城墙，他与税收官员和蛮族人协商

谈判。在６、７世纪之交的危机年代，正是大主教们守住了帝国的重要城市。“现在，代表市镇的是

这些主教，而不是从君士坦丁堡派出的帝国官员。”［２１］１８５

在经济领域，这个时期的教会经济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据估计，在７世纪末拜占

廷帝国可耕地的三分之一掌握在教会手中；此外，教会还获得了免除徭役等大量财政特权。教会是

如此富有，以至于当拜占廷帝国处于困境中时，君主甚至在经济上要求助于教会。在司法领域，教

会也在不断地强调自己的司法特权。
所以，在这个时期，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随着拜占廷教会对自身权利的强硬坚持，及其对

世俗政治、经济和司法领域的渗透，帝国教俗之间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裂，也预示着它们之间

的冲突已经难以避免。

五、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４至９世纪的拜占廷帝国教俗关系具有如下两个重要特征：
首先，教俗之间的关系具有“一体”性，即拜占廷帝国教会与国家是融为一体的。
这种教俗关系“一体化”是以君主至尊权为核心的一体。４至９世纪的拜占廷帝国，“在大多数

皇帝，例如从君士坦丁大帝、泽诺、查士丁尼一世和更往后的其他皇帝统治下，很难将教会史从帝国

史中分离出去，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皇帝们认为自己（而且也被接受）在教会事务中拥有最重要的决

定权，事实上经常是最终的决定权”［２２］２９－３０。
而教会也基本上秉持上述观念。尤西比乌斯对于君主在尘世间的“核心”作用的系统阐述一直

被视为整个拜占廷史 中 君 权 论 的 圭 臬，后 来 关 于 这 个 主 题 的 所 有 表 述 基 本 上 都 表 达 了 同 样 的 观

点［２］１８。甚至在１４世纪末期拜占廷君权极度衰落之时，大教长安东尼九世仍然重申这一观念。他

在写给大公瓦西里一世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这可不是一件好事，我的孩子，因为你曾说‘我们

有教会而没有皇帝。’对于基督徒而言，不可能有教会而没有皇帝，因为皇帝的权威和教会构成了一

个整体，他们不能被彼此分开。”［２３］１９４－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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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拜占廷帝国的教俗关系还具有“二元性”。
从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起，除个别皇帝外，基督教会一直得到帝国君主的大力扶持，实力逐

渐壮大，不但在精神领域开始坚持自己的神圣权利，而且也慢慢渗透于世俗政治领域。这样，教会

自然会形成一个独特的“权力实体”，开始对君主至尊权构成威胁，于是，教俗之间形成了一种权力

的“二元性”。随着教会势力的坐大，教俗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
这种“二元一体”的教俗关系对４至９世纪拜占廷帝国的君主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显然，这

种独特的教俗关系注定了拜占廷帝国君主要在一种走“跷跷板”的政治游戏中实现自己的至尊权理

想。于是，身负至尊权之名的帝国君主往往会使自己陷入徒劳的教会事务中，从而削弱自身对帝国

的统治。如前所述，典型者如查士丁尼大帝。即使是这样一位强硬而能力卓绝的君主，在其统治期

间也未能确立一套能为教会各派所接受的教义，也没有使帝国教会获得统一。因此，拜占廷皇帝将

教会事务纳入自己的管理职责中，看似集教权与王权于一身，地位尊崇无比，但实际上是皇帝给自

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教、政不分，宗教事务耗费了皇帝的大量精力。能力超凡的皇帝还能应

付得了，而平庸的皇帝则疲于应付。且拜占廷帝国一直处于多事之秋，教义之争、东西教会的分裂、
外敌的入侵、贵族势力的膨胀等不时困扰着拜占廷的皇帝们。所以，拜占廷帝国的这种教俗关系从

长远来说，对于皇权的统治是不利的，它事实上对王权是一种削弱，而非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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